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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藏缅语述补结构的特点主要有：发展不平衡，呈现出不同的层次类型；结构方式有粘着

式（无标记）和分析式（有标记）两种，二者比例因不同的语言而不同；补语不同程度地出现

语法化趋势。从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反观汉语可以看到：汉语述补结构的类型存在两个不同的层

次；汉语述补结构的能产性是由其语言分析性强的特点决定的；藏缅语述补结构与汉语大都无

共同来源，其相似点是由类型学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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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法意义，在语言类型上粘着和屈折的特征比较明显；属于这类的语言述补结构都不发达甚至尚未产

生。如嘉戎语、独龙语、羌语等。而有些语言形态比较简单，多使用语序和虚词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

分析特征比较明显。这类语言述补结构比较发达，使用频率高。如彝语、哈尼语、纳西语、傈僳语等。

景颇语属于中间状态。它虽是一种以分析性为主的语言，但粘着特点比上述后一种类型丰富，如，有大

量通过屈折变化来表示的人称、数、体等范畴，还有大量句尾词表示人称、数、体、式等范畴。这种居

中的特点也使得它的述补结构也处于藏缅语的中间地位。 

构词的特点对述补结构是否充分发展也存在制约关系。因为述补结构的结构方式是词的组合，本质

上与词的构成一致。分析性强的语言，多以词根的组合表示各种意义，容有较大的构词空间，不同于附

加成分的构词法；而粘着性强的语言，谓词多不能以词根形式出现在句法中，其前后往往要附加大量表

示各种词汇、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词的结构，而且可以不需要通过多个词根的组

合表示述补结构的意义。这就说明粘着型语言或粘着特点强的语言为什么不易发展述补结构。 

3、藏缅语与汉语的述补结构在原始汉语阶段有无共同来源？从共时的特点看，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因为述补结构在藏缅语有些语言里至今尚未产生；有些语言还处于萌芽状态；有些语言还不甚发达，这

说明述补结构在藏缅语里是一种后起的语法结构。述补结构的层次性，反映了藏缅语述补结构从无到有、

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演变过程。与汉语相比，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在使用频率上不及汉语高，在使用范围上

不及汉语广，在充当补语成份的词语上也不及汉语多。汉语一部分用述补结构表达的意义在藏缅语里已

分派到其他结构上，让其他结构来共同承担。由此可见，在汉语与藏缅语尚未分化之前，原始汉藏语还

没有形成述补结构。汉语和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其主干是后来各自发展出来的。但藏缅语述补结构的产

生比汉语晚，在表意功能上与汉语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从藏缅语反观汉语，也能证明学术界关于汉语述

补结构是后起的（秦汉）结论。 

藏缅语有些语言述补结构的特点与古汉语有相似之处。余健萍、梅祖麟、志村良治、袁毓林等人都

分别对汉语动结式的起源作过探究
[3-5 ]
。余健萍认为，汉语动结式在萌芽时期在语法构造上具有多样性，

有以下 4 种：第一，“副·动结构”，如：“其犹可扑灭”（《尚书》）是指用“扑”的方法来“灭”，是前

偏后正的；第二，“连动结构”，如 “病死”、“射中”之类； 第三，“并列结构”，如“杀戮”、“休息”

之类；第四，“主谓结构”，如：“战胜而守固”（《管子·五辅》），其中“战胜”意为“战争胜利了”。余

为动结式的产生总结了甲乙两个公式，并认为动结式主要是从乙式发展而来的
[3]
： 

甲式：A→A 而 B→AB。如：饿→饿而死→饿死。 
乙式：B→A 而 B→AB。如：死→饥而死→饥死。 
藏语中的 V1+ni+V2 (P)、V1+V2这两个结构中前后两个动词在结构成分以及语义关系上均与汉语中的动

结式相当。但 V1+ni+V2 (P)在结构形式上是分析式的，汉语的动结式却是粘着式的，二者在这点上不吻合。

假如考虑到汉语动结式的历史来源和演变形式，我们把它与动结式联系在一起就不无道理了。以“饿死”

为例，甲式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原有的说法只用“饿”，这是最经济的表达方法，如：“伯

夷叔齐，饿于首阳山下”（《论语·季氏》）；2，表明结果时用“饿而死”，这是为求语义的表达更加明显，

如：“夷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庄子·让王》）；3，简化形式用“饿死”，这是语言的经济表

达的需要，如：“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传》）。以“饥死”为例，乙式的发展演变也经历了三

个阶段：1，最经济的表达只用“死”，如：“伯夷死于首阳兮，卒夭隐而不荣”（《楚辞·哀时命》）；2，

强调原因时用“饥而死”，这也是为求语义的表达更加明显，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孟子·梁

惠王》）；3，简化的形式用“饥死”，这仍然是语言的经济表达的需要，如：“伯夷委国饥死”（《论衡·书

虚》）。 

通过与汉语动结式述补结构的历史来源的对比，不难发现安多藏语的 V1+ni+V2 (P) 和 V1+V2分别与古

汉语时期的“A而 B”（即“V1+而+V2”）和“AB”（即“V1+ V2”）两个格式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附注]此文为中国语言学会年会（2004）提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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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ve Supplemental Structure In The Tibeto-Burman Group—— 

Also Served As An Analogical Study Of The Indicative Supplemental 

Struct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DAI Qing-xia and LI Yi 

Abstract: As concluded by this study, the indicative supplemental structure of the 

Tibetan-Burmese language has demonstrated such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as an unbalanced 

development with different structural types, dual structural types, agglutinative ( without 

indicators) and analytic (with indicators)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found i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ifferent grammatical orientations. This very study may well serve as an 

analogical study for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such findings are discussed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indicative supplement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two distinctive structural 

types,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indicative supplemental struct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determined by its strong linguistic analytical function, and finally, a conclusion that the 

indicative supplemental structure of the Tibetan-Burmese language finds no obvious origin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seemingly resemblances are the results of typolog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Tibetan-Burmese language；Indicative supplemental structure；Analogical study;  

           The Chinese language 


